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加工导向、要素依赖型的
粗放增长模式带来产业“低端锁定”等负面效应，
特别是面对发达国家高端压制、发展中国家低端
竞争等外部因素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
约束增大等内部制约，迫切需要构筑新的经济增
长动能 [1-2]。理论研究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都表
明，创新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可行路径，也是实现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支撑[1]。中国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创新提升为表征的

发展质量，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必将日益提升[2]。
因此，如何更好地培育创新动力，成为区域发展中
的重要问题，当前各级政府对创新的重视，也突显
了这一导向。
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对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加快创新型国家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成为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理
论基础，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4]。随着高新技术企
业在区域创新发展中重要性的显现，相关研究成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6卷 第 4期
双月刊 2020年 7月出版

收稿日期：2020-03-16
作者简介：闫东升（1990- ），男，河南项城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巫强（1979- ），男，

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双边市场视角下的贸易中间商研究：模式、机理与政策”（71673129）；江苏省社会

科学基金长三角专项课题“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研究”（19CSJ005）；安徽高校协同创
新项目“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跨界协同治理”（GXXT-2019-039）

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
增长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

闫东升 1，巫 强 2

（1.南京大学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2.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基于变异系数、重心、核密度等方法，分析 2013—2018年高新技术
企业增长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关键驱动因素。作为创新重要源泉的高新技术企业
快速增长，表征了长江三角洲创新水平提升，增长空间也经历了“扩散—集聚—扩散”的演变；时空格局演变
发现，沪宁合杭甬的“Z字型”高值区，与皖北、皖南、浙西南组成的连片低值区对比明显，区域格局的稳定性
表征了长江三角洲城市创新水平差距，且大城市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空间计量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
的增长是创新水平、经济状况、对外联系、政府影响和城市建设等综合作用结果，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表征了
强化城市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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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多学者关注焦点之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基于不平衡指数、核密度、重心、基尼系数、
ESDA等方法，采用相关统计资料、上市公司数据
或调查数据等，对高新技术企业时空演变特征进
行研究[1，3，5]。结果表明，集聚是高技术企业空间分
布最重要的特征，且在大学附近集聚最为普遍[6-7]。
对于我国而言，高新技术企业保持较稳定多核心
空间结构，其中沿海三大城市群、市辖区成为高新
技术企业集聚重要空间[3-4]；空间演变上，呈现由核
心区向边缘区扩散、从东南向西北转移的规律[4，8]，
但区域分布失衡、空间拓展无序等突出问题，依然
制约高新技术企业更高水平发展[1，3]。此外，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效率及创新网络空间，同样呈现显著
区域差异[1，3，9]。（2）基于 OLS回归、空间计量分析
或耦合分析等方法[3，10]，研究发现，区域创新能力、
知识和技术资源、人力资本、生活质量、政府干预、
完善基础设施等，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时空演变的
驱动力[4，11-14]。此外，相关驱动因素在不同空间尺
度、不同区域及不同时期，同样存在显著差别[4-5]。
如地方政府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提供财政补
贴等，对企业创新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9，15]，但部分
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仅在中、西部地区产生积极影
响[14]。此外，空间这一要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同
样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多重
邻近性的探讨，都验证了这一要素的重要性[11-12，16]。
总体上，诸多研究为准确了解企业时空格局演变、
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但相关研究依然
存在一定提升空间：（1）研究区域集中在城市或开
发区尺度，对不同尺度的对比研究相对欠缺[3，5，7]；
（2）驱动因素研究中，多采用空间叠加分析、耦合关
系等方法[3，5]，或重点分析某一因素对高新技术企
业发展的影响[14]，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驱动因素
综合定量研究相对欠缺[4]。相关问题都是本研究补
充、拓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本研究创新价值所在。
未来，资源向城市群集聚是创新全球化背景

下的重要趋势，特别是世界级城市群对人才、技
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愈加凸显。创新资
源高度集聚城市群，将成为引领我国创新发展、参
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区域，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也具
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时空演变分析方法
（1）变异系数。对变异系数的测度，能够总体

把握一定区域范围内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格局及其
演变趋势[17]。计算公式如下：

CV= 1x

n

i=1
Σ（xi-x軃）2

n-1姨 （1）

式（1）中，CV为集中指数，n为研究单元数，xi
为区域 i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数量，x軃为区域范围内
的高新技术企业增长平均值。CV值越大，表明企
业增长越集聚，反之分布越分散。
（2）重心。重心是衡量特定属性总体分布状况

重要指标，空间演变表征了总体分布动态演化过
程[18]。基本模型如下：

X軍=

n

i=1
ΣPiXi

n

i=1
ΣPi

Y軍=

n

i=1
ΣPiYi

n

i=1
ΣPi

（2）

式（2）中，X軍、Y軍为某属性分布区域重心坐标的
经度与纬度，Xi、Yi为第 i个研究单元地理中心的
经度与纬度，Pi为第 i 个研究单元高新技术企业
增长数量。
（3）核密度分析。作为基于距离衰减的一种方

法，核密度分析基于固定搜索半径、输出单元大小
等，通过核密度函数计算搜索半径内各栅格点对
其密度贡献值，并将其累加作为该窗口中心值，进
而直观显示分布的“波峰”“波谷”及其演变等 [19]。
计算方法如下：

f（x，y）= 1
nhα

n

i=1
Σk d（xi-yi）-（x，y）h （3）

式（3）中，f（x，y）=为点（x，y）=的密度值，n 为
样本量，h 为搜索半径，d 为点（xi，yi）与样本点之
间的距离，k是表征点（xi，yi）的贡献值随距离变化
的核密度函数，α为数据维度[19]。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

（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
（SDM），且后者是比前两者更为一般的形式[20]。空
间滞后模型是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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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滞后项WY，具体模型为：
Y=ρWY+βX+φnα+ε （4）
空间误差模型假定，空间溢出效应通过误差

过程产生。具体模型为：
Y=βX+φnα+ε′
ε′=λWε+μ （5）
作为更加一般的计量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假

定空间效应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均同时存
在，具体模型为：

Y=ρWY+βX+θWX+φnα+ε （6）
式（6）中，Y表示因变量即高新技术企业增长

数量，X 表示自变量，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WY
表示因变量空间滞后项，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
β表示自变量回归系数，φn表示单位向量，α为常
数项，ε 为残差，λ 是自回归系数，WX 为自变量
空间滞后项，θ表征了这一效应大小及方向。借鉴
已有研究方法[21-22]，遴选适合本文研究模型；考虑
到空间相关性存在违反了 OLS 估计中观测值相
互独立的假定，采用极大似然法对相关参数进行
估计[21]。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之前，需先进行空间

相关性检验。全局 Moran’s I指标用于检验区域
空间集聚状况，是总体空间自相关水平度量指标[23]。
计算公式如下：

I= ns0
·z′Wz

z′z （7）

式（7）中，Z为 n个单元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数
量标准化后所得到的列向量，W为行标准化后的

空间权重矩阵。此时，s0=
i
Σ

j
Σwij

*=n。系数 I显著

时，表示存在空间集聚效应。
本文以地理距离负指数衰减形式构造空间权

重矩阵[22]。具体方法为：

wij=
e
-dij/dmax dij≠0（i≠j）
0 dij=0（i=j
≠

）
（8）

式（8）中，dij为城市之间的距离，dmax为长江三
角洲城市间距离的最大值。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涉及数据，主要有两方面。（1）高新

技术企业数据。主要从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认定网
（http：//www.innocom.gov.cn/），获取不同时期、不同

区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数量。当前，我国高新技
术企业施行三年认定制管理规则，有效期满后企
业再次申请认定的，按初次申请办理；结合研究目
的，本文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无特别说明，均指
各地区各年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数量。
（2）驱动因素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统

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同时，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
了处理：①以 2016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对涉及区
划调整的城市数据，以县级调整数据进行估算；
②结合价格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缺失的城
市指数以省级数据替代）；③部分缺失或调整数
据，参照往期平均增长率进行估算；④开放水平测
度，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值，将美元计价
进出口总额换算成人民币计价，并除以名义 GDP
获得。

二、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一）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较快，增长空间趋于
均衡

2013—2018 年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呈
爆发式增长，年增长量从 2013年的 3961家增长
到 2018年的 19692家，年均增长率约为37.82%。
三省一市对比看，江苏省年增长量最大，安徽省年
增长量最小；但浙江省增长最快（38.29%），上海市
增长最慢（31.61%）。较高的变异系数表明（见表 1），
不同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区县
与城市尺度变异系数演变均呈现“倒 N型”特征，
但总体的下降表明，在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提升、
高端要素流动加快、产业转移和区域发展均衡化
等驱动下，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空间趋
于均衡。此外，区县尺度变异系数显著高于城市的
状况，表明多数城市内部增长空间差距更显著，特
别是市辖区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二）增长重心明显向西南偏移，但增长总体
格局相对稳定
基于式（2）测度发现，与几何中心（119.01°E、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区县 1.898 1.675 1.613 1.646 1.698 1.509

城市 1.779 1.671 1.547 1.596 1.693 1.446

表 1 2013—2018 年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
增长变异系数

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

43



31.54°N）相比，2013—2018年城市尺度高新技术
企业增长重心显著偏向东南方向（见图 1），表明
东部、南部是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核心区域。重心向
西南方向迁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表 1结
论，即西部、南部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增长，在
推动重心迁移转变的同时，也带来区域差异缩小。
总体上，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了 6.99km，具体来
看，2013—2014年向西南方向迁移 16.19km，主要
表现为向南迁移；2014—2016年向西北方向迁移
16.30km，南北方向迁移（12.32km）显著快于东西
方向（4.99km）；2016—2018 年向西南方向迁移
6.66km，南北方向迁移（4.05km）显著快于东西方
向（2.83km）。此外，重心迁移速度放缓，表征区域
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

以 2016年为界，对比 2013年、2016年、2018
年增长空间格局，进一步分析长江三角洲高新技
术企业增长时空演变规律（见图 2）。2013年，上
海、苏南五市、合肥、杭州及宁波等城市的高值区，
与皖北、皖南等低值区差异明显，其中上海、苏州
占比合计超过 40%，空间集中态势明显。2013—

2016年，高值区空间演变中，南通跃升为高值区，
南京、杭州占比明显增长；对低值区而言，皖北、苏
北、浙西南等地区集中连片格局进一步突显。总体
上表现为杭州、南京、合肥、台州、南通等 20个城
市占比的增长，以及上海、苏州、蚌埠、宿迁等 21
个城市占比的下降。高比重下降、低比重均衡的演
变带来变异系数的下降，特别是上海、苏州占比的
显著下降也印证了这一结论。2016—2018年，扬
州、嘉兴与温州均跃升为高值区，低值区范围主要
表现为淮安的新增与阜阳、衢州比重的增长，空间
格局演变并不明显。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南京、
杭州、温州、扬州等 17个城市占比的增长，以及上
海、苏州、合肥、滁州等 24个城市占比的下降，上
海、苏州比重的进一步下降及浙西南城市比重的
增加，在带来变异系数下降的同时，推动重心进一
步向西南方向迁移。2013—2018年，长江三角洲
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空间相对稳定，即沪宁合杭甬
组成的“Z字型”高值区，与皖北、皖南、浙西南组
成的连片低值区，对比明显且空间演变并不明显。
但浙西南、皖南部分城市占比增加，以及上海、苏
州、苏北等城市占比下降，带来增长重心向西南的
迁移。
（三）市辖区成为增长的重要空间，高值区呈

现连片与点状集聚共存特征
采用核密度方法，对2013—2018年区县尺度

的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格局进行对比研究（见
图 3）。总结发现，区县尺度高新技术企业增长主
要呈现以下特征：
（1）城市内部增长的环状特征：总体上，中心

图 1 2013-2018 年高新技术企业增长重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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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8 年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城市尺度时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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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核密度值最高，随着距离的增加，核密度值呈
现递减态势。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区
域核密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但也存在
一些非市辖区高值区，如苏州的昆山、无锡的宜兴。
（2）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的带状模式：核密

度高值区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沿沪宁线、沪杭
甬线等，向苏南、浙东北等方向扩散，总体上呈现
“Z”字形带状格局。

（3）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格局的总体稳态：
除高值区的城市内部环状特征、区域带状模式外，
中值区在徐州、芜湖、温州和绍兴等区域呈点状分
布规律，低值区集中在苏北、皖南和浙西南等地
区，呈连片格局。时空演变分析表明，长江三角洲

高新技术企业增长不仅呈现双重（城市内部、区域
之间）的“核心—边缘”特征，且这一差异呈现较强
稳定性。

四、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驱动因素探析

（一）驱动因素的选择
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增长，是企业成长、

衰退及迁入、迁出等综合作用结果，区域时空格局
演变更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4，10]。考虑数据可
得性等，本文选择创新水平、经济状况、对外联系、
政府影响和城市建设等 5个方面、9个指标（见表
2），定量探究长江三角洲城市尺度高新技术企业
增长时空演变驱动因素与机制。

图 3 2013-2018 年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区县尺度核密度分析

表 2 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驱动因子说明

指标类型 编号 名称 单位 指标类型 编号 名称 单位

创新水平 Pat 万人专利授权量 件/万人 对外联系 Road 交通可达性 km/km2

Stu 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 人/万人 Open 开放水平 %

经济发展 Ind 工业总产值 亿元 政府影响 Fis 人均财政支出 元

Pgdp 人均 GDP 元 城市建设 Urb 城镇化率 %

Str 产业非农化 % / / / /

（1）创新水平。城市创新水平对高新技术企业
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并具有较强空间关联效应[4]。高
新技术企业对人才资源具有较强依赖性，作为人
才培育、创新源泉的高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
用，高新技术企业往往选择在高校附近集聚[5-7，16]。图
2与图 4的对比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即高校资源
集聚的沪宁合杭甬沿线，也是高新技术企业增长
的核心区域。总体上，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集

聚状况，是城市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其流动也是
产生区域关联的重要机制[7，14]。为此，本文选择万
人专利授权量（Pat）、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Stu）表
征城市创新水平，其中前者重点表征城市当前创
新水平，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城市人才储备
及未来创新潜力。
（2）经济状况。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受城市

经济状况影响，且这一效应不仅体现在总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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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经济发展结构有较大联系[2，12，14]。以制造业为
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是一种“优中选优”过
程，这与经济规模直接相关，本文选择工业总产值
（Ind）表征城市工业规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提
高，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转变、人力资本提升等，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
以人均 GDP（Pgdp）表征区域发展水平。高水平的
服务业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如便利的融资条件、优越的法务服务及发达的
信息技术等，本文以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Ser）表征城市产业结构差异。
（3）对外联系。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并非“孤立”

的，空间邻近性及全球价值链都对企业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12，16]。城市间的“溢出”或“虹吸”效应，通
过影响城市发展要素、产业转移或集聚等，进而对
高新技术企业格局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受到交通
可达性影响。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公路通行里程
（Road）表示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成为政府推动经
济发展、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进而给城市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等带来较大影响。本文选择进出口总
额占 GDP比重（Open）表征外部冲击影响。
（4）政府影响。地方政府在支持企业发展、促

进企业创新与企业转移等方面，始终发挥重要作
用[14]。如 GDP导向竞争策略下，政府通过制定土
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快企业向城市集聚，并推
动企业创新发展[15]。此外，政府的引导如强化政产
学研互动，对于区域创新网络构建同样具有重要
作用[9]。相关政策发挥需要财政支持，财政实力越
强，政府干预能力也越强。本文选择人均财政支出
（Fis）表征政府影响力度。
（5）城市建设。城市建设状况的优劣，如教

育、医疗等设施的完备，通过影响创新人才的分
布，进而对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分布格局产生影
响 [3-4]。特别地，完善城市建设水平带来的生活便
利，也是防止人才流失的重要保障[3-4]。本文选择
城镇化率（Urb）这一综合性指标，对城市建设状
况进行表征。
（二）计量模型的选择
全局自相关测度发现（见表 3），Moran’s I值

均显著为正，表明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

图 4 2018 年长江三角洲高校数量分布格局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Moran’s I 0.276 0.194 0.281 0.276 0.196 0.253

Z（I） 3.453 2.785 2.842 4.497 2.396 3.235

表 3 全局自相关估计结果

存在较强空间集聚现象；Moran’s I值的波动下降
趋势，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快速的同时，空间集聚
格局也有所弱化，这也是后续对“空间溢出效应”
测度的重要基础。
进行空间计量之前，有必要甄选最适合本文研

究需要的模型（见表 4）。首先，LM检验表明，SLM
模型优于 SEM，即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其次，基于
瓦尔德（Walds）、似然比（LR）判断表明，SDM不可
简化为 SLM、SEM。再次，Hausman检验说明，空间
面板回归中模型选择固定效应较为合适[21-22]。

检验方法 统计量 概率
LM-lag 29.16 0.000

Robust LM-lag 35.19 0.000
LM-error 33.26 0.000

Robust LM-error 48.54 0.000
Wald-spatial lag 30.20 0.000
LR-spatial lag 47.14 0.000

Wald-spatial error 29.42 0.000
LR-spatial error 48.75 0.000

Hausman 50.40 0.000

表 4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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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结果的分析
空间杜宾模型同样具有多种形式，本文借鉴

已有研究方法[20]，发现检验结果存在显著时间固
定效应。从回归结果看（见表 5），创新水平、经济
发展、对外联系、政府影响和城市建设等，都是长
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格局演变驱动
力。此外，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在 1%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表明高新技术企业增长存在较强空间溢
出效应，但不同因素的溢出效应在正负向、影响程
度方面呈现显著差异。采用偏微分方法[20]，将回归
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见表 6），并进一
步探讨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
（1）作为城市创新环境、能力和潜力重要表征

的创新水平，是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格局演变的重

变量 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Pat 1.425***（3.85） W×Pat -2.474（-0.71）

Stu 4.399（0.47） W×Stu 9.194***（4.29）

Ind 0.129***（5.11） W×Ind 1.895***（2.72）

Pgdp 0.0103***（4.55） W×Pgdp 0.0140（1.27）

Ser 28.903**（2.56） W×Ser -95.918***（-4.27）

Road -179.430（-0.72） W×Road -8007.914***（-2.71）

Open 2.615**（2.25） W×Open 37.316（1.59）

Fis 0.0294***（2.76） W×Fis -0.644***（-3.14）

Urb -43.983***（-2.98） W×Urb 833.964（1.36）

Adj.R2 0.798 ρ 0.487***（4.77）

表 5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 0.1、0.05、0.0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
为 t统计量，表 6同此。

表 6 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Pat Stu Ind Pgdp Ser Road Open Fis Urb

直接效应
2.105***
（3.26）

1.552
（1.46）

0.0966***
（4.78）

0.0111***
（4.80）

9.380***
（2.87）

17.834
（0.25）

2.039*
（1.82）

0.0449***
（4.58）

-65.345***
（-5.08）

间接效应
-8.114
（-0.84）

25.808***
（4.91）

0.423
（1.19）

0.0138
（0.84）

-25.978***
（-3.09）

-2278.322
（-1.03）

8.828
（1.26）

-0.207***
（-3.87）

286.528
（1.43）

总效应
-6.009
（-0.63）

27.360***
（4.86）

0.520
（1.01）

0.0249
（1.17）

-16.598***
（-3.11）

-2260.488
（-0.97）

10.867
（1.56）

-0.162***
（-3.05）

221.183
（0.84）

要因素。从直接效应看，城市将创新要素转化为创
新产出效率越高、创新氛围越优，高新技术企业增
长也越快[4]；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生表征的创新资源
供给能力，正效应并不显著，可能与长江三角洲高
校资源集聚在少数城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较
大、产学研合作有待提升等有一定联系。知识溢出
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两者
间接效应存在差异：创新能力负效应表明，对高新
技术企业这一资源争夺，依然是城市间相互作用
的核心；在一体化深入推进过程中，城市创新资源
供给能力提升，为周边城市快速搜索人才、加强人
力资本投入提供了便利，有效加快了高新技术企
业增长[4，14]。
（2）工业总产值、人均 GDP 和服务业的比重

提升，都显著促进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增加，但不同
因素间接效应存在差异：城市工业规模扩大过程
中，随着工业发展质量提升、部分产业转移与区域
之间产业分工深化等，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表
明城市之间工业发展存在竞合关系，且合作关系

更为明显。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伴随着区域合作
深化，为城市之间要素流动、创新协同等提供了便
利，带来正的间接效应。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对于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具有重要
意义；对发展环境具有更高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
也追逐生产性服务业格局进行布局，这也是在沪
宁合杭甬等城市集聚的重要因素；但显著为负的
间接效应，说明城市之间对金融、法务、信息等生
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带来高新技术企业格局同步
演变。
（3）嵌入区域创新网络以获取信息、机会和知

识等隐形创新要素等，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具
有重要的意义[4，16]。正的直接效应表明，交通设施
完善带来企业联系强化、创新要素流动加快与高
端要素集聚等，有利于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
但负的间接效应表明对高端要素的争夺、高新技
术企业的集聚等，仍是当前城市之间主要关系。对
外开放水平提升，通过引入外资企业、物化先进技
术等，对本土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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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空间格局，但也可能通过
挤出效应、压制效应等抑制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本
文研究发现，开放水平提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均为正，表明对外开放带来的溢出效应占主导地
位，即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对于长江三角洲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4）加快创新驱动成为政府重要发展导向下，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加快高新技术
企业成长，这与政府对于企业财政扶持、税收优惠
及招商引资等都有一定联系。从间接效应看，显著
的负效应表明，在创新资源成为众多城市争夺标
的过程中，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争夺也普遍存在，
特别是财力雄厚、政策优惠的中心城市，始终是长
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核心区域。
（5）城镇化率表征的城市建设状况，一方面体

现了城市发展水平和相关设施的完善，另一方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要素成本差异。中小企业
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规模小、成本低、机动
性强、适应能力快等特点，且不同类型企业对成本
的反应存在差异[2，4]。本文研究发现，城镇化率的直
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呈现不显著的正效应。
前者表明要素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
高新技术企业，而通过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周边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
增长受到中心城市城镇化率提升的带动[10]。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13—2018 年长江三角洲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数据，采用变异系数、重心、核密度分
析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
格局进行研究，并定量探究相关驱动因素及空间
溢出效应。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2013—2018年，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

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从增长空间演变看，无论
是区县尺度还是城市尺度，基于变异系数的集散
态势均呈现“倒 N 型”特征，即经历了“扩散—集
聚—扩散”的演变；总体上，变异系数的下降，表明
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空间趋于均衡；增
长重心向西南方向的迁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这一现象。
（2）时空演变对比发现，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

企业增长均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态势，如沪宁合杭
甬组成的“Z字型”高值区，与皖北、皖南、浙西南
组成的连片低值区对比显著，且空间分布存在显
著稳定性。城市内部看，同样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特别是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环状特征较为明显。
（3）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格局演变，

是创新水平、经济状况、对外联系、政府影响和城
市建设等综合作用结果。从空间溢出效应看，长江
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
应，表明未来城市创新发展中区域协作的重要性；
不同驱动因素溢出效应的差异，要求相关政策的
制定、实施要强化“精准施策”。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了

新时代长江三角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的历史
使命；如何更好地引领创新驱动，也成为这一战略
重要目标之一。本文研究发现，在长江三角洲高新
技术企业快速增长过程中，区域增长格局并未发
生明显改变，未来大城市主导的创新发展依然是
提升城市群创新水平的重要策略。显著的空间溢
出效应表明，城市之间协同发展对于提升区域创
新能力同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特别是为部分中
小城市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此外，本研
究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如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忽视
了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技术差异与行业分异等，仅
仅考虑了企业数量差异；仅以城市尺度为例探讨
相关驱动因素，对区县尺度、不同城市群对比的探
究缺乏等，相关问题对于更好地推动城市群创新
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也需要在后
续研究中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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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增长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Study of the Growth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AN Dong-sheng1, WU Qiang2

(1.Institute of Yangtze River Industrial Econom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ith Yangtze River Delta as the study area and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coefficient of vari-
ation, center of gravity, and nuclear density, the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of High-tech
enterprise from 2013 to 2018 are analyzed, and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are explored by the spatial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rapid growth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novation repres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nova-
tion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growth space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of “diffusion-aggregation-
diffusion”. The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reveals that the “Z -shaped” high -value areas of Shanghai -Nanjing -Hefei -
Hangzhou-Ningbo region ar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contiguous low-value areas composed of northern Anhui, southern
Anhui, and southwest Zhejia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al pattern characterizes the gap in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ig cities play a key role i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patial metrology
study shows that the growth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novation level, economic
status, external contacts, government influenc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represent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innovation.

Key words: high-tech enterprises;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driving factors;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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